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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近代文化走向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中国近代文化走向
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封闭
走向开放；二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三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度的开放，
到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
时期的全面开放，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程。没有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时期
开始的从封闭走向开放，就不可能有《新青年》的创刊，而《新青年》的创刊，又对中国文化进一
步走向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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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年前的９月１５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
刊，自第２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
刊既是中国近代文化走向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
中国近代文化走向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概
而言之，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二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三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文化本来是开放型的文化，如汉唐时期
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的传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
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等等，这也是中
国文化能长期兴盛不衰、综合国力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１８世纪初清政府实
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文化断绝了与外
来文化之间的一切联系，开始成为封闭的文化系

统。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以外的外部世
界很少关心和了解，尤其是对远离中国上万里的
“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时谈世界，谈西方，颇有
些“海客谈瀛洲”的味道。比如，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由当时著名学者阮元主持修撰的《广东通志》，

就把英吉利当成“荷兰属国”，说它“悬三岛于吝
因、黄祁、荷兰、法兰西四国之间”，又说法国是“初

入佛教，后奉天主教”。［１］（Ｐ４５０）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修的《粤海关志》卷二十三，因读音相近误把东
南亚小国丁机宜（为爪哇属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岛英得腊其利一带）当成英吉利。就是到了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虽“震于英吉利之名，而
实不知其来历”，道光皇帝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有
无陆路可通，以及是否与俄罗斯接壤。耆英说英人
夜间目光昏暗，分不清东南西北。黄惠田认为英地
黑暗，不敢燃火，船行半月始见天日。当时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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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肇始于第一次鸦

片战争时期。１８３９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到广州查禁鸦片。他到达广州不久，为了解“夷
情”，以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便组织人翻译
《四洲志》，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继林则
徐之后，“开眼看世界”的还有魏源、姚莹、徐继畬
等，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尤其
是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从而使
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状况下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

有了一定了解，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四大洋，
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一百多个国家中的
一个，知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当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

放的程度还十分有限，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开眼看
世界”者还凤毛麟角，人数很少。据统计，从１８４０
年起到１８６１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
的书籍只有２２种，［２］（Ｐ１７２）而且还表现在当时的社
会舆论对魏源、徐继畬等人“开眼看世界”的批评
和攻讦。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甫经付梓，即腾谤
议”。［３］（Ｐ１９２）史策先说《瀛寰志略》“张外夷之气焰，
损中国之威灵”，本想上章弹劾，旋知同事已捷足
先登，方才罢休。［４］（Ｐ２１９）李慈铭攻击《瀛寰志略》
“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
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
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
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５］（Ｐ４８０－４８１）在
很长一段时期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
眼看世界”的书籍并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发
挥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海国图志》１８５２年出
了百卷本后，到１８６７年之前，没有再重印过；《瀛
寰志略》于１８４８年问世后，也只由红杏山房于

１８５０年重印过一次，而且数量非常有限。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惨败，到了洋务

运动时期，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有了
扩大。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在“制洋器”、“采西学”，“求强”、“求富”的同时，还
先后开办了３３所洋务学堂，官派８批１９６名留学
生到美、德、英、法等国学习，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
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积极组织人翻译“西学”书

籍。据英人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记载，从１８７１—１８８０年的１０年间，仅江南制造总
局翻译馆翻译的西书就有９８种，２３５册，译成未
刊之书４５种，１４０余册，尚有１３种未全部译完，
其数量远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翻译西书之总和。
随着“西学”传入的扩大，人们对世界尤其是西方
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相比，洋务运动时期中

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虽然有了扩大，但总
的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洋务派接纳“西学”
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因此，洋务时期的文化
开放主要限定于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方面，这可以
从洋务时期出版“西书”的类别看出。据研究者统
计，１８６０—１９００年４０年间，共出版各种“西书”５５５
种，其中自然科学１６２种，占总数的２９％，应用科学

２２５种，占总数的４１％，两者合计３８７种，占总数的

７０％，而社会科学只有１２３种，占总数的２２％，其他

４５种，占总数的８％。［６］（Ｐ１１－１２）与此同时，尽管洋务时
期的文化开放主要限定于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方

面，根本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
度，但在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一些顽固派看来，
这也有悖于“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于是他们
群起而攻之。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只不过在日
记中如实地记下了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感想，
承认西方文明有超过中国的地方，便遭到顽固派的
攻击，日记不仅被奉旨毁版，他死去数年之后，还有
人要求朝廷下令将其“掘墓戮尸，以谢天下”。郑观
应在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说：“今之自命正人者，
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
教罪人，士林败类。”［７］（Ｐ２７２）

当历史进入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中
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相继

惨败，人们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进一步改革开
放，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而且
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变中国的封建主义专
制制度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于是中国文
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以
“西书”的出版为例：除自然科学外，这一时期社会
科学的书籍日益增多起来。从《译书经眼录》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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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目可以看出。《译书经眼录》收１９００—１９０４
年所译书目４９１部，其中，自然科学１６４部，占总
数的３３．４％，社会科学３２７部，占总数的６６．６％。
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

１８６８—１８９５年，中译日文书８种，几乎全是自然
科学，１８９６—１９１１年中译日文书共９５８种，其中，
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１７２种，约占总数的１８％，
社会科学７８６种，约占总数的８２％。这些社会科
学著作虽然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
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
主。熊月之在研究了２０世纪初“西学从东方涌
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法
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６］（Ｐ６５８）个
中原因，可以从１９世纪末的戊戌变法、２０世纪初
的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去寻找。与
此同时，和文化开放相关联的报刊业、新式教育、
新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报刊
业为例，据徐松荣的研究，“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１１年，国
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２００种以上。其
中上海最多，达８０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
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３０
种以上”。［８］（Ｐ１６６）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５００多
种，“仅１９１２年２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
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９０多种。”［９］（Ｐ６７６）

《新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刊的。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向
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第四条即是“世界的而
非锁国的”，他号召中国青年要有世界知识，要认
识到“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１０］（Ｐ７）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进一
步开放。也正是以《新青年》的创刊为起点，中国
文化加快了它的开放进程。以西学传播为例，如
果说洋务运动时期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自然科

学，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主要以“政学”亦即社会
科学为主的话，那么，自《新青年》创刊以后，随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
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
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
育，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学说、观念、理论
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比如，西方哲学虽然自戊

戌变法时期起就已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对西方
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及
其之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输入，较
之以前，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第一，
规模宏大，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
一并涌入中国；第二，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
稗贩式的介绍。”［１１］（４３０）艾思奇就曾指出：“在清政
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
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说不上
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新型思想之最初的
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型思想之突飞猛进的
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
后五四运动中的事。”［１２］（Ｐ５７）

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度的开放，到洋务
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
面开放，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
程。《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
放的必然产物，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开放产
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从一元走向多元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
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只存在着一种文化，即中国的
本土文化，而没有其他性质的文化存在，虽然在汉、
唐时期曾有外来的印度佛教的传入，但外来的印度
佛教传入不久即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实现了融合，而
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经常将儒（儒
家）、释（佛教）、道（道家或道教）三家相提并论的重
要原因。当然，我们说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
的文化，并不否认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文
化派别和思想，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儒、释、道，但在这
些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中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
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元走

向多元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但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还十分有
限，没有对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产生什么影响。
真正影响到中国文化一元结构的是洋务运动时期

西方文化的传入。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
代表的洋务派，并不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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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所
传入的西方文化，不是与中国文化异质的外来文
化，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传到西方之后的回归，换言
之，西方文化源自中国。这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
颇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说。１８６７年，恭亲王奕䜣
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出身
人员入馆学习时，宣称西方的天文算学源自中
国的古学，是“东来法”，是中国的学问。先后出
任过浙江、广东按察使和湖北布政使的王之春
为提倡西学，推行洋务，在《广学校》一文中把西
方的文字、天文、历算、化学、汽学、电学、机械
等，都说成是在中国发其端，“泰西智士从而推
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
载籍之外。”［１３］（Ｐ５１３）就是号称精通西学的王韬在
《原学》中也认为，中国作为“天下之宗邦”，“不独
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
国而流传及外。”他一一举出数学、乐器、船舰、指
南针、霹雳炮、测开仪器、语言文学等，说这些都是
“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郑观应引《周礼》、《墨
经》、《亢仑子》、《关尹子》、《淮南子》等书的有关记
载，证明西方的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气学、电学
均出自中国，皆“我所固有者也”。［７］（Ｐ２７５）

洋务派之所以认同“西学中源”说，否认西方
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其原因
就在于这一学说能够解决洋务派所遇到的一个最

大的思想或理论难题，即他们主张 “制洋器”、“采
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是“以夷变
夏”。众所周知，“夷夏之辨”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的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它犹如恢恢
法网，严重地束缚着绝大多数士人的思想。当时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洋务派“制洋器”、“采
西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外来
的“夷人”文化，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是“以夷变夏”，
违背了“以夏变夷”这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
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
获得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从而给洋务运动造成
极大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洋务派要反驳
顽固派，获得士人对洋务运动的理解和同情，就必
须证明“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并不是“以夷变夏”，而是中国的本来之学。

“西学中源”说则解决了洋务派所遇到的这一难
题：学习西方文化不是“以夷变夏”，而是“礼失而
求诸野”，是学习中土久已失传的中国古学，它并
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
尽管洋务派否认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

文化的一元结构，但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
文化的一元结构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事实。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西方文
化的进一步传入，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首先，是西方的思想观念的传入，如“自
由”、“民主”、“民权”、“平等”、“博爱”、“社会契
约”、“天赋人权”等，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
的一统天下，并对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
重要影响。比如，１９世纪末的维新派和２０世纪
初的革命派，就以“天赋人权”的思想为武器，批判
过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和
纲常名教，指出“君为臣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是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护身符。他们还积极宣传过
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论述了实现自由、平等的
天然合理性。其次，是部门文化发生了变化，新的
学科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传统文化的部门分类较
粗而简，比如，传统学术就只分为经、史、子、集四
大类，著名的《四库全书》就是按此四类编辑而成
的。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进入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后，受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文化的部门分
类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哲学（经学）、史学、文
学、语言等一些传统学科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
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
革原有学科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学科转化；另
一方面，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从西方传
入的一些新领域和新学科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中
国近代文化的体系，特别是儒学的衰落，使其他各
门学科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较大的发展，现代
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和自然科学各门类

在中国开始初步形成。再次，受西方文化传入的影
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
越具有“西式”色彩。比如，过“洋”节，取“洋”名，用
“洋”货，坐“洋”车，住“洋”房，尤其是在城市中，西
装、西餐、洋酒、洋车已经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时
尚；自主婚姻、征婚启事和西式婚礼也成为城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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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乐于接受的新生事物。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６日的《大
公报》上的一则征婚广告也透露出人们择偶标准和
对结婚礼仪的新要求：“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
学术门径。三聘嫁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
有之俗”。［１４］（Ｐ５７－５８）这种新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
方新的生活方式对人们观念的深刻影响。

１９１５年《新青年》的创刊以及因此而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进一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
元结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期间有了进一步的传播，西方的各种主义、思
想、学说、理论、思潮和流派纷至沓来，尤其是民主
与科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

值。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
各门类和自然科学各门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

发展，新的学科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
来。以哲学为例：首先是西方哲学得到了进一步
的传播，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这一时期传入的西
方哲学，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
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一些以前没有受
到重视或新近才产生和流行的西方哲学，如黑格
尔哲学、弗洛尹德学说，等等。而西方哲学的传播
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过程，因为西方哲学的输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哲
学家的视野，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观念，有的还建立起
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开始用自己的哲学思想、观
念和体系解释一些社会、人生问题。但由于他们
所属的阶级、阶层、政治立场以及学术背景等诸多
方面的不同，他们的哲学思想、观念以及所建立的
哲学体系也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观念和
体系，构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五四以后中国哲学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
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派别，人本的形而上学哲学派
别。而这三大派别都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了

中国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马克思主义及其学
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清末民初，先是外国传教士，
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
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过介绍。但由于当

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

重压迫束缚下发展缓慢，无产阶级力量还十分弱
小，加上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还非常有限，更没有形成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新青年》创刊后的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又“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
使之具有了新的发展方向”。［１５］（Ｐ２５６）在马克思主
义广泛传播以前，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新
文化派所理解和要求建立的新文化是西方资产阶

级的文化。但当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并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
所理解和要求建立的新文化则已是与西方资产阶

级文化性质不同的社会主义文化。［１５］（Ｐ２８４）

除了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
社会主义文化大规模传入并成为中国多元文化中

的重要一元之外，《新青年》创刊对中国文化从一元
走向多元的另一重大贡献，即是对儒家思想的批
判，否定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
家的独尊地位，颠覆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的
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了
出来，促进了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现。《新青年》创刊
不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孔子及其儒学。《新
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
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陈独秀在回复俞颂
华的信中指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
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
之，而不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
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名，惟孔子而
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
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全中国自秦、
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
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及
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
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
将何以适应生存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吾人爱国心

倘不为爱孔心所排而去，正应以其为历史上有力之
学说，正应以其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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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愤废弃之也。”［１０］（Ｐ６７４－６７５）正因为《新青年》和新
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

思想，否定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因而不仅带来了西
方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纷至
沓来，同时也使中国历史上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
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
和流派又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五
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就是中国文化从一元走
向多元的结果。
多元的文化生态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

历史进步。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

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一种传统文化，
而不是现代文化，因为它不具有现代文化的核心观
念或基本价值。什么是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
本价值呢？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就是

民主与科学。而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只有民本思
想，而无民主思想；只有“格致之学”，而无科学。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样肇始于第一次

鸦片战争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
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畬等人在他们各自的
著作中，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
如魏源就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
是“西土之桃花源”。［１６］（Ｐ１３１６）徐继畬推许美国“合
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
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
之局，一何奇也！”［１７］（Ｐ２９１）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
西方的“战舰”“火器”这些科学技术称之为“夷之
长技”，主张中国学习，并且对那种视西方的科学
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今
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
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
即因其所长而制之。”［１８］（Ｐ３０－３１）西方的科学技术，作
为“有用之物”，它利国利民，与“圣人之道”相符
合。到了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
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起来，当时以王韬、郑观应为
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归

结为三种形式，即“君主之制”、“民主之制”和“君民
共主之制”，他们认为，君主之制“权偏于上”，君权

过重，民主之制“权偏于下”，民权过重，都不理想，
只有君民共主之制“权得其平”，才是中国应该采纳
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７］（Ｐ３１４）与此同时，人们也已
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的必
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篇中就写道：“泰
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
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
学、化学、电学。”［７］（Ｐ２７４）进入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后，受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追求进入到一

个新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
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尤其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
出，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提出
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
六字纲领，主张在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后，
建立起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与此同时，科学的
重要性也为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虽然肇始于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但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民
主与科学是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

工具或手段，而非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
值被人们所认识和追求的。如王韬、郑观应等早
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之制”为
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
各国，国土不如中国之大，人口不如中国之众，“然
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
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为世界之最，但却屡遭“强
邻悍敌”的欺负和侵略，原因就在于“上下之交不
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
议于下。”［１９］（Ｐ１７０）因此，中国要抵御外侮，实现富
强，其唯一之法，就是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甲
午战争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之所以主张
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
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
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
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
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
方富强、中国贫弱的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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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设议
院”，实行“君主立宪”。２０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贫弱，而美国
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
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

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
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
论或学说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
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
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非常重要的民主
思想，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
《新青年》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它们则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
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它们。因为这些
思想家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
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
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
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
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在宣
传、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从国家富强
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对其内容进行过修正。
真正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

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以及
因《新青年》的创刊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
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
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
科学与人权并重。”［１０］（Ｐ９）不久，他在《〈新青年〉罪
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
“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
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
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
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
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
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
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１０］（Ｐ２４３）这样，
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

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
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上，更体现在它

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新文化运动对
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
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
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
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
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的解
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
“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
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
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
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
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
自固有之智能。”［１０］（Ｐ４－５）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
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
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在
《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
方面都带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颜色，都沿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
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
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
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就是现
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时
代”。［２０］（Ｐ２９１）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和理解的
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
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
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
年》中解释科学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
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
之谓也。”［１０］（Ｐ８）１９２０年，他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
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
以外的学问……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
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
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
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
烟瘴气的妄想、胡说。”［２１］

正因为《新青年》以及因《新青年》的创刊而兴
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

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
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
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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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
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变。自此以后，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开
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如果说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前，还时不时有个人或群体公开跳
出来非难民主与科学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后，则很少有个人或群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
开的非难民主与科学了。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

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从
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
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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